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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的大样本调查及核心议题

刘爱玉

(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 要: 1980年代以来，特别值得称道的建立在严格随机抽样基础上的、全国性大型调查项目日益增加，特别

值得称道的有 9项。围绕这 9项大型调查项目的调查数据和相关研究结果，就收入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层、性

别与劳动分工、健康与养老三个核心议题进行研究发现: 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着收入

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两性在教育差距缩小情况下性别收入差距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实践与人口转型交互影响

导致的少子化以及未富先老下家庭养老模式遭遇的挑战。中国社会在经济和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情况下依

然保持和谐稳定，源于人们对什么样的分配为公平、什么样的性别分工合宜、什么样的养老合情合理的广泛共识。

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分配伦理、性别观念、家庭伦理，对于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问题的

解决，是一种根本支持力量。这些价值理念本身确实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变迁，但是，其变迁的终点，绝不是现代化

理论导向的西方社会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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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大样本调查项目简介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教育扩张、工
业化、城镇化与人口转型等成就斐然; 另一方面，
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教育不平等加剧、未富
先老及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日渐瓦解等社会问

题［1］。借助大样本调查数据研究复杂多元、充满

异质性的中国社会的上述变迁，理解中国社会变

迁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自 20 世
纪 80年代末开始日益为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者所
认同和采纳。
迄今为止，建立在严格随机抽样基础上的、

全国性大型调查项目日益增加，特别值得称道的

是以下 9项，见表 1。

表 1 全国性大样本调查: 1988—2019年

调查项目 调查机构 调查年份起止 样本规模 核心关注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简称 CHIP)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1989
2014

9009户
18948户

家庭户收入、消费与支出、劳
动力构成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

( 简称 CHNS)
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1989
2018

15000人左右
社会经济状况、营养、健康、劳
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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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调查项目 调查机构 调查年份起止 样本规模 核心关注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简称 CWSSS)
全国妇联

1990
2000
2010

2020( 进行中)

23740人
19449人
29698人

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
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
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
度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简称 CGSS)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03
2015

2019( 进行中)
约 10000个样本

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的互动

与变化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简称 C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2006
2017
2019

约 10000人
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
社会态度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简称 CFPS)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 ISSS)

2008( 测试调查)
2010( 基线调查)
2018( 进行中)

16000个家庭户

村 /居概况、家庭关系、人口流
动、家庭经济、居住与设施、工
作与收入、教育、婚姻、健康、态
度观念、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

中国健康与养老

追踪调查

( 简称 CHAＲLS)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1
2017 约 13000个家庭户

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
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
和医疗保险、工作 /退休和养
老金、收入 /消费 /资产及社区
基本情况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简称 CLDS)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2
2016

约 14000个家庭户
迁移、教育、工作、健康、社会
参与、劳动就业等状况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 简称 CEPS)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13—2014 约 19000名学生

学生、家庭、教师三者关注青
少年成长经历、身心健康、亲
子互动、校内外学习、师生同
学关系、社会行为发展的状况

( 一)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该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国家

统计局的支持，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

究院( China Institute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联合
国内外专家完成，核心关注是中国收入分配的动

态变迁及其影响要素。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CHIP ) 已经相继在 1989 年、1996 年、2003 年、
2008年和 2014年进行了五次入户调查。它们分
别收集了 1988 年、1995 年、2002 年、2007 年和
2013年的收支信息，以及其他家庭和个人信息。
中外社会科学家借助 CHIP 调查数据对中国转型
社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有大量研究。1988 年样
本涵盖了 28个省市自治区，包含 9009 个城市住
户( 31827 个家庭成员) ，10258 个农村住户
( 51352个家庭成员) 。这是在中国首次采用国际
通用的标准和统计方法进行的收入分配微观抽

样调查。农村样本是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
67186个固定样本户中抽选出来的，城镇样本是
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城镇 34945个固定样本户抽
选出来的，抽样采取了按收入水平排序的等距随

机抽样方法。城镇调查点的选择代表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不同城市条件以及不同规模的城镇。2013
年样本调查了 18948个住户和 64777个个体。
( 二)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 CHNS)
该调查最初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

食品卫生研究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进

行，项目针对同一人群分别于 1989 年、1991 年、
1993年、1997 年、2000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 年、2015 年、2018 进行了 11 次追访调
查，核心关注居民社会经济状况、卫生服务、居民
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等内容。1989 年调查覆盖
了 21 个省份，样本 14348 人，2018 年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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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个左右。
( 三)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CWSSS)

该调查是由全国妇联发起、全国妇联妇女研
究所主持、国家统计局配合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连
续性调查，迄今为止于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
分别进行了三次调查，调查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

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 PPS) 抽样方法，第一阶
段抽样单位为县、区和县级市( 京津沪为乡、镇、

街道) ; 第二阶段抽样单位为村、居委会，每个初
级抽样单位随机抽选 5 个村、居委会，并按城镇
化水平确定村、居委会的样本结构; 第三阶段抽
样单位为家庭户，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随机抽选
家庭户，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户中采用特定

随机方法确定调查对象，样本覆盖到了全国的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三次调查虽具体方案有
所不同，但都具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第一期调
查有效样本 23740 人，第二期调查有效样本
19449人，第三期调查有效样本 29698人。
( 四)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自 2003年起，每年对
中国大陆 28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 10000 多户
家庭进行一次连续性横截面调查，核心关注社会

结构和生活质量的互动与变化。调查从社会阶
层、政党和利益群体、工作和社区组织、家庭和亲
子关系、人际和组织间的网络，以及由人口和社
会经济变量( 如，性别、年龄、民族、宗教、教育、职
业、收入、产权、财富，等等) 特性考察社会结构，

从健康层面、人口层面、心理层面、社会经济层面
以及政治 /社区五个维度考察生活质量。
( 五)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

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
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

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
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

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

科学的基础信息。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

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

全国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包括了 151个区市
县，604 个村 /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 7000 到

10000个家庭。此调查有助于获取转型时期中国
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其研究结果可推论全国年

满 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目前共调查 2006 年
有效样本 7069人，2017年有效样本 10000余人。
( 六)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实施的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以采集动态经验数据、记录当前中国的社会变化
为目的，意在为现在及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解和

研究当今中国最为翔实、客观的一手数据。CFPS

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其调查内容包括村 /居概况、家庭关系、人口流
动、家庭经济、居住与设施、工作与收入、教育、婚
姻、健康、态度观念、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等诸多
主题。CFPS样本覆盖 25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
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2008—2009 年进行了部
分省市的测试调查，自 2010年正式实施基线调查
起，经 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
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 /领养子女将作为 CFPS 的
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CFPS 调查问卷
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
四种主体问卷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出针

对不同性质家庭成员的长问卷、短问卷、代答问
卷、电访问卷等问卷类型。迄今为止 CFPS 已采
集 4期数据，具备了开展跟踪分析的数据基础，

并开始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 七)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ＲLS)

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团

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资助的重大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

中国 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
微观数据，用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CHAＲLS全国基线调查于 2011 年开展，覆盖 150

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万人。每 2～3年追踪一次，调查结束一年后，

数据对学术界免费公开。
( 八)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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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for Social Survey) 于 2011 年在广东省进行了
试调查，全国性基线调查为 2012 年，通过对中国
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

立了以劳动力( 15 ～ 64 岁) 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
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
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核心关注劳动力的教

育、就业、劳动权益、职业流动、职业保护与健康、
职业满足感和幸福感等的现状和变迁，同时对劳

动力所在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
所在家庭的人口结构、家庭财产与收入、家庭消
费、家庭捐赠、农村家庭生产和土地等众多议题
开展了调查。目前已经完成了 2012 年、2014 年、
2016 年三期调查。2016 年调查在全国( 除港澳
台、西藏、海南外) 29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展开，
共完成了 401 份村居社区问卷，14226 份家庭问
卷，21086份 15～64岁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
( 九)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
调查项目，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
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

教育产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发生作用的过程。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以 2013～2014 学年为
基线，以初中一年级( 7年级) 和初中三年级( 9 年
级) 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

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

取了 28个县级单位( 县、区、市) 作为调查点。调
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

抽取了 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
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 1．9 万
多名学生，其绝大多数年龄介于 11～14岁之间。
中国社会学界诸多学者利用上述优质数据，

撰写了不少学术文章。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搜
索了学者们在社会学学科 11 个核心刊物( 《中国
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妇女研究论
丛》《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人口学刊》《社
会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青年研究》《中国青
年研究》) 上利用上述数据发表的 550篇文章和相
关研究文献，以及本文作者利用相关数据的分析，

就收入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层、性别与劳动分工、
健康与养老三个核心议题进行简要介绍。
二、收入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 一) 不平等状况

9个主要调查关于收入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
论，几乎都反映了自 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收
入差距的扩大。笔者从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基尼
系数、住房与财富不平等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收入水平。近 2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以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城镇居民人年均收入由

1990年的 1510元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39251 元，
农村居民人年均收入从 686 元增加到 14617 元。
以调查数据看，被调查城镇居民个人年收入由

1990年的 2099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43125 元，农
民收入的相应变化为从 1542元上升到 21647元，
见表 2。

表 2 主要年份 18～60周岁城乡居民年收入

CWSSS1990 CWSSS2000 CWSSS2010 CGSS2003 CGSS2015 2018

城镇居民年均收入 2099 8242 24311 8769 43125 －

农村居民年均收入 1542 3815 11812 6304 21647 －

注: 表中 CWSSS1990和 CWSSS2000的数据为年总收入，问卷未询问劳动收入，CWSSS2010 为劳动
收入。

2．基尼系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
人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差距的

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 20世纪 80年代
初的 0．288上升至 2013年的 0．473。据CFPS2012
调查数据估计，2012年全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约

为 0．49，底端 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尚不足所有
家庭总收入的 1%，而顶端 5%的家庭的收入占了
所有家庭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1］。

3．财产不平等。据 CFPS2014 调查数据，
2014年全国家庭净财产均值为 44．4 万元( 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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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家庭净房产占约 75%) ，中位值为 18．8万元，有
25%的家庭财产小于 7．2 万元，75%的家庭小于
39．7万元，顶端 10%的家庭财产高于 80．6 万元，

顶端 5%的家庭高于 123．0 万元，而最高 1%的家
庭在 327．3万元以上。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 1995

年为 0． 45，2012 年为 0． 73，2014 年为 0． 7，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 1 /3以上的财产，底端 25%的
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左右［2］。可见相比
于收入的不平等，中国的财产不平等更为严重。
( 二) 不平等解释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不仅

是个人与家庭行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同时也嵌入

在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随着宏观环境的变
迁，社会不平等也可能发生变化。对于中国社会
而言，最重要的环境变迁就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

经济改革，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经济体制的转

型( 市场化) 与经济结构的升级( 工业化) 。

如何看待中国的收入不平等? 对这一问题，

其一，需要解释哪些因素导致了人们在收入上的

差别; 其二，需要解释为什么不同人群的收入不

平等扩大了。
2000年前大多数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解

释围绕“市场转型”而展开。一些学者认为，随着
市场化的推进，再分配经济的削弱，政治资本的

回报下降，对人力资本和直接生产者尤其是企业

家的回报增加［3－5］，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了再

分配权力的可持续［6］。每一类学者都从早年一
些地方性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中得到了支持。

2004年 CGSS等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公布，为
进一步探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更优质数据。

围绕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什么样的人具有优势问

题，学者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了更

多更支持再分配权力维系的结论，比如发现政治

资本回报并未出现下降，反而同步上升［7］，原再

分配干部在转变为新兴市场精英时仍然具有较

大优势［8］，社会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提升了

个体的市场竞争能力，且社会关系的回报在市场

化过程中有所提高［9］，但只有流动着信息资源的

弱关系的收入回报逐渐增强，而蕴藏人情资源的

强关系的收入回报则在减弱［10］。

正是因为注意到再分配机制对于收入获得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 2003 年之后，社会学家
们更多地关注了户籍、单位体制对于收入以及其
他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影响［11］。

户籍、单位制度自 1950 年代以来，在资源分
配与生活机会上起重要作用。在市场化改革进
程中，虽然对户籍与单位体制进行了诸多改革，

但中国民众依然根据户籍的不同性质区分为城

镇户籍与农业户籍，就业组织也依然区分为以国

有企事业单位为主的体制内就业与私有经济部

门为主的体制外就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
进，2018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 59．58%，如刨
去户籍是农业却外出打工的 1．73 亿农民工，则城
市化水平为 47．2%。源于 20世纪 90年代初的国
有企业改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即体制内就业的

人数由 1990年的 81．6%下降到目前的大约 16%。

大量的研究证明，户籍与单位对于中国人的收入

不平等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单位在中国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收入分层制度，体制内就业者

的收入高于体制外的就业者［12］。国有部门的教

育收益率也高于非国有部门［13］。学者的研究发
现，户籍对于中国社会收入分层更为重要，在控制

了居住地等各种要素之后，农村户口人群更难以获

得较高等级的教育，更难入党，更难获得劳动力市

场中的好工作，更难进入体制内单位［14－19］。虽然
人们可以通过上学、参军、婚姻、征地拆迁等改变农
业户口性质［19］，但只有那些高度选择性的“农转
非”有收入效应，政策性农转非者并没有因为户口
性质改变而在收入上有优势［14］。

总体而言，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缘于诸如

城乡、户籍、单位等制度性安排，政治资本对于收
入和财富不平等依然发挥重要作用［20］。
( 三) 不平等认知

早在 2009 年，美国社会学家怀默霆即以
200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民众
的不平等认知进行了分析。民众如何看待社会
的不平等、如何对不平等进行归因，直接关系到
客观收入差距在何种意义上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的稳定。其研究发现，民众虽然认识到贫富差距
正在扩大，但对当时的不平等程度仍然能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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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数人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

源分配模式还比较公平，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对

于不平等的归因更倾向于认为由教育、勤奋、努
力等引起，对不平等最为不满的人群并不集中于

中国最底层的群体，反而是所谓的上升中的中产

和上层社会人群。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
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

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

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21］。

由于 2003年之后有更具代表性、针对性的关
于中国收入状况及其认知的调查，学者之后就收

入分配公平认知方面进行了不少研究，李路路等

学者的研究发现，总体上个体对自我收入合理性

与对社会收入差距合理性的认知相比于 2005 年
有所提升。除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专业技
术人员对于社会收入不均合理性的认知降低之

外，其他群体在对自我收入、他人收入的合理性
问题上，态度相比于 10年前更为积极正面［22］。

表 3 2005—2015年民众对收入分配公平认知［22］

自我认知 社会认知

幸福感 个体收入合理性 收入不均合理性

2005年均值 3．41 2．591 3．408

2015年均值 3．867 2．657 3．493

差异及显著性 0．458＊＊＊ 0．066＊＊＊ 0．085＊＊＊

城市户籍 + + +

农村户籍 + + +

小学教育程度 + + +

中学教育程度 + + +

大专及以上 + — —

农民 + + +

管理人员 + + +

专业技术人员 + + —

办事人员 + + +

一般工人 + + +

其他 + + +

诸多研究还发现，中国民众对于绩效分配原

则相当认可［22－27］，从 CGSS横跨 10年的数据比较

看，民众对于再分配的认同降低，对于绩效分配

原则的认同在增加，即因为个人能力和努力导致

的在市场上的收入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也因此，

虽然以基尼系数表征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民

众的幸福感却并未降低，由 2005 年的 3．41 ( 5 分
制) 增加到了 2015年的 3．867［22］。

三、性别与劳动分工
( 一) 教育、劳动参与和收入
1．教育获得性别差距缩小。从两性之间的教

育差别看，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1949年及以前出生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 4．29年，比男性少 2．24年，而“80后”女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10． 92 年，仅比男性少
0．17年，到“90 后”一代，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
升至 12．18年，超过男性 0．23年［28］。以全国妇联

妇女地位调查看，1990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86年，比男性少 0．73 年，到 2010 年，女性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 11．77 年，比男性少 0．14 年。以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看，2003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 11．25 年，比男性少 0．16 年，2015 年女性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76 年，比男性高 0．05 年。

虽然两个机构抽样调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有

不同，但是两性之间受教育年限差距缩小的趋势

一致却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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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别与劳动参与。在改革开放前，女性劳
动参与率高于 90%，超过了日本、韩国等其他亚
洲国家的女性。但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女性
劳动参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9－30］。通过对三次
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发现，21 ～ 55 岁城镇劳动适
龄女性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 1990年的 85．25%下
降至 2000 年的 74． 87%［30］。以 CWSSS1990 和
CWSSS2010的统计分析为例，1990 年 25 ～ 49 岁
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90．2%，2010 年为 74．2%，下
降了 16个百分点，该年龄段男性的劳动参与率，
1990 年为 98．7%，2010年为 92．8%，下降了 5．9个
百分点。18～64岁劳动力，男性在 1990—2010年
的 20 年间，劳动力参与率由 89． 3% 下降到
79．5%，下降了 9．8 个百分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由 74．9%下降到 59．1%，下降了 15．8 个百分点。
1990 年男性劳动参与率比女性高 14． 4 个百分
点，2010年高 20．4 个百分点。以 CFPS2014 年数
据看，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81．0%，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为 61．8%，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女性高 19．2

个百分点。虽然全国妇联的数据与 CFPS 数据略
有差别，但是从趋势和差距上看，均存在女性劳动

参与率下降显著，且与男性的差距扩大的现象。
3．两性工资差别。从两性之间的工资收入

看，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 1988—2002年期间，城
镇女性职工工资大约是男性的 76% ～89%［31］，以
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看，1990 年城镇
18 ～ 60 周岁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
79．6%，2010 年为男性的 70．2%，下降了9．4个百
分点。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看，2003 年女性
的平均劳动收入相当于男性的 80．6%，2015 年相
当于男性的 67．4%，比 2003 年下降了 13．2 个百
分点。

4．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如何解释两性间的
收入差距，特别是近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

学界同仁的研究颇多，主要解说有三类: ( 1) 人力
资本说。强调女性在人力资本方面( 如教育、技
能或经验等) 的投入少于男性，较低的教育程度

影响了其劳动参与和高收入工作的获取［32］，人力

资本有限以及受社会歧视影响，女性难以进入资

源和福利丰富的劳动部门，更可能从事待遇差的

“女性化”职业［33］，性别收入差异正是体现了对
不同人力资本投入所支付成本的补偿。教育差
距，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两性教育的差距加深了性

别收入差距［34］。但是诸多研究发现，女性的教育
回报率是高于男性的，比如，谢宇和韩怡梅利用

1988年中国城市住户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男
性教育回报率为 2． 2%，女性教育回报率为
4．5%［35］，根据 CFPS2012年数据，在控制性别、党
员身份等因素的情况下，20 ～ 55 岁正处于劳动力
市场者中，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为 5．5%，男性的教
育回报率为 1．7%［1］。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一部分性别工资差异，但是对

于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
(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屏蔽与价值贬值。劳
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理论强调，性别是一种社会分

类或社会屏蔽的机制，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

面临不同的机会结构［36］。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优势地位和女性的弱势地位构成了两性制度

化的社会距离，女性劳动力多被局限在次属劳动

力市场中，很难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即使进入

其中也往往会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37］。劳动
力市场的性别分割表现为行业、部门、职业和工
作组织中的性别分割。既往研究社会分层和不
平等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地区、部门、职业和单位
在型 构 收 入 和 地 位 不 平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性［30－33，38－39］。在个人收入的整体差异中，有超过
13%的份额由于行业的不同造成，而行业特征
( 如行业规模、行业年龄、行业高学历比例等) 对
于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的影响则呈现出多种显

著的方式，但两性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异主要是因

为行业内的差异［40－41］。李实和马欣欣的研究认
为，性别工资差距发生在职业内的差异为 67．9%，

职业间的差异为 32．1%; 在全部的性别工资差异
中，个人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为 20．5%，性别歧视
解释的部分为 79．5%。他们认为职业内性别歧视
性因素是职业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差异的最主要

原因［42］。贺光烨和吴晓刚的研究认为，男女间的
收入差距在机关事业单位最小，且随就业部门的

市场化程度增加而增大。在地区层次上，市场化
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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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不同的。尽管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降低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在市场化的主导

作用下，自改革以来，男女间收入差异至今仍然

不断扩大［43］。( 3) 父家长制、公私分离与家庭责
任。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关于
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 社会对女性能力、资源价值、合宜的活动领
域、经济和社会酬报有着制度化的评价和定位，

女权主义学者将之称为父权制。父权制强调男
外女内、男强女弱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女性应
是私人领域的主角，男性应是公共领域的主角。

故男性的使命是事业有成、挣钱养家，女性则应
相夫教子、从事家务劳动。女性在经济、教育上
的地位提升，并未显著改善其家务劳动的分担。

那些妻子挣得比丈夫多的家庭，妻子担负的家务

劳动比例依然高于丈夫，甚至在那些丈夫不工作

的家庭也是如此［44］。即使在两性平等水平较高
的福利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不及女性的

二分之一［45］。在中国，妇女承担了照顾家庭与抚
育子女的重担，并影响了其工作和收入［46－47］。在
父权制的影响下，雇主和男性劳动者会达成某种

共识，将那些收入高、声望高、地位高的职业贴上
男性的标签，他们会以女性的能力、智力和体力
等不如男性为由，有意或无意地排斥女性的进

入; 同时男性也很少被安排从事女性占比例较高

的职业，除非男性为管理者［30，33，48］。
( 二) 两性家务分工

女性劳动参与的下降、职业的性别分隔对两
性收入的平等化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女性在市场

化转型过程中在公共领域的遭遇，它在很大程度

上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角色分担尤其是家务劳

动的不均衡承担有密切关系。
1．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未完成的革

命。从中国的情况看，以城镇 18 ～ 65 周岁、目前
在婚且有工作和劳动收入的非农业劳动者为例，

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在 1990—2010年期间，各自也
有显著减少，但女性依然承担家务劳动的主要部

分: 1990 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128．2分钟，女性为 258．6 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
间是男性的 2倍; 2000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

动时间为 88．1 分钟，女性为 214．2 分钟，女性家
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 2．4 倍; 2010 年男性工作日
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45．1 分钟，女性为 106．9 分
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然是男性的 2．4 倍。从
自我认定的家务劳动量状况看，2010 年男性承担
的家务劳动量也远低于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量，

女性回答承担绝大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的比例

分别为: 做饭 61%，洗碗 63．3%，洗衣服、做卫生
72．6%，日常家庭采购 65%，照料孩子 56．2%［47］。
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消减依然是一场“未完
成的革命”。

2．家务劳动差异因何而起? 对家务劳动性别
分工的理论解释主要有时间约束理论［49－51］、相对
资源理论［52－54］、性别角色理论［44，50－51，53］，我们的
研究发现，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夫妻情感、

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

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对于男性而言，其经济
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

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

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

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
立( 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
况等) 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

色观念也不独立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
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

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
演”，这一特征体现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
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

用［46－47］。林晓珊对于日常采购劳动的研究，也证
明了这一点。刘爱玉、佟新、林晓珊的研究也发
现，夫妻权力、情感投入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家庭内部的消费劳动关系，尤其是通过夫

妻权力与情感投入的交互效应分析后发现，在丈

夫更有实权的家庭中，妻子情感投入越多，丈夫

承担家庭日常采购的概率越低; 丈夫情感投入越

多，妻子承担日常采购的概率越高。而在妻子更
有实权的家庭中，情感与权力的交互作用并未显

著减少妻子日常采购的概率，即妻子总是比丈夫

承担更多的家庭日常采购工作，消费劳动中的性

别不平等由此被隐蔽地再生产出来［46－47，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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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性别观念

以上关于劳动参与、职业性别分隔、收入性
别差距、家务性别分工差别的讨论都提到了性别
观念的重要性，那么，在经历如此巨大的社会经

济转型的背景下，两性的性别观念是一种什么样

的状态? 自 1990年以来，性别观念是一种什么样
的变迁路向?

基于 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

刘爱玉、佟新以一个性别地位实践理论对其进行
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
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

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

代; 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

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
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 先赋地位、自致地位
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

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差

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高、家庭
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地
位、家庭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相仿甚至比丈夫高
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
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通

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
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对男性而言，

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

的形成［46］。

那么自 1990年以来，性别观念又发生了什么
样的变迁呢? 杨菊华、许琪、刘爱玉等人的研究
发现，1990—2010 年间两性关于“男外女内”“男
主女从”等性别分工观念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相比而言，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农村

男性的性别观念更为保守; 受教育程度、职业地
位越高，性别观念越现代。但是，性别观念并未
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升，

在向传统回归上，城镇男性尤甚［57－59］。

为什么两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在 20 年间出现
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向? 基于性别角色实践理论，

刘爱玉考察了两性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对于

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变迁。

她指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两性的

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地位下降，导致其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的职业

与经济地位弱化，重构了两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实

践样态，进而造成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

念的固化。两性在职业和收入上的差距表现为:

一是夫妻就业参与差距扩大。因为国家在劳动
组织中的逐步退出，对女性的保护弱化，效率优

先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得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

于弱势地位，在面临子女生育和家庭责任压力的

情况下，因为缺乏足够的家庭支持和购买市场服

务的经济能力，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从男
性样本看，2010 年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者较
1990年增加 7．3%; 从女性样本看，2010 年这一比
例为 27．7%，比 1990年增加 19．7%。二是夫妻家
庭经济差距扩大，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增加。

以男性样本为例，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收入的女

性( 指妻子收入在夫妻收入中的比例低于 20%)

比例，由 1990 年的 14%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32．8%，而全部或基本依靠妻子收入的男性比例，

只比 1990 年增加了 0．3 个百分点。丈夫收入占
夫妻收入百分比的均值，由 1990年的 60．7%上升
到 2010年的 69．5%; 而妻子收入占夫妻收入百分
比的均值，则由 1990 年的 39．3%下降到 30．5%。

按照 Brines 计算的经济依赖( 本人收入－配偶收
入) / ( 本人收入+配偶收入) ，由 1990 年的 0．21

上升到 2010年的 0．39。以女性样本为例，也发现
有类似情况［59］。

四、健康与养老
( 一) 中国的老龄化

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转型交互影
响导致的少子化以及技术、健康改进的寿命不断
延长，中国在未富情况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且

老龄化的挑战非常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数据，2018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 2．49

亿人，占 17．9%，65岁及以上的人口 1．67亿人，占
11．9%，预计 2050 年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
达 33%，这个比例很容易从 40 年历程中的人口
结构变迁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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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人口老龄化情况

年份
少儿比例

( 15岁及以下)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 16～64岁)
老年人口比例

( 65周岁及以上)
中位年龄

1953 36．3 59．3 4．4 22．7

1964 40．7 55．7 3．6 20．4

1982 33．6 61．5 4．9 22．9

1990 27．7 66．7 5．6 25．3

2000 22．9 70．0 7．1 30．8

2010 16．6 74．5 8．9 36．5

2015 16．5 73．0 10．5 37．0

2018 17．8 70．3 11．9 －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普查公布数据计算。
( 二)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于养老实践和政策至

关重要，根据赵耀辉团队基于 CHAＲLS2015 年数
据的分析［60］，老年人健康状况有如下特征:

1．自评健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报健康
“一般”的比例最多，占 53．7%，自报“很好”“好”
的比例分别为 9．6%和 12．0%，自报“不好”“很不
好”的比例分别为 19．5%和 5．2%［60］。

2．生活自理能力。维持和促进正常的日常生
活自理能力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重要

的意义。CHAＲLS问卷询问受访者是否在日常活
动( ADL: 包括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
控制大小便) 和工具性日常活动( IADL: 包括做家
务、做饭、购物、管钱、吃药) 这些日常行为方面是
否有困难，所有问题均有 4 个选项: 没有困难、有
困难但可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日
常生活活动 ADL和 IADL 任何一项有困难则定义
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困难，ADL和 IADL任何一
项有困难且需要帮助则定义为日常生活需要帮助。
2015年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困难的比例
较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困
难和需要帮助的比例分别为 38．1%和 23．2%。女
性日常生活自理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比例均高于

男性，农业户口人群高于非农业户口人群［60］。
总体而言，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

1 /4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报健康状况不好; 日
常生活自理能力有困难的比例为 42．6%。健康的

弱势群体为农业户口人群、女性、高年龄段及低
教育水平的人口。老年人在身体和心理健康的
医疗服务及照料护理服务方面存在迫切的需求，

更需要关注健康弱势群体的健康服务需求［60］。
( 三) 谁来养老

在我国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庞大的老年人

由谁赡养，是近年来学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比较中西方代际关系时

指出，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属于“抚育—赡养”的
反馈模式，有别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61］。在反
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中，子代在年幼时接受亲代的

抚育，等到亲代年老时，子代则履行赡养的义务。
这种延时的代际互惠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

即这种交换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一种道德

行为。基于代际互惠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由于
受到孝道伦理与规范的保护而得以传承［62］。
在实践中，由家庭提供年老父母的经济、日

常照料和情感支持，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

式［63］。那么家庭养老能否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呢?
1．与谁住的问题。基于 CHAＲLS调查数据分

析，2015年老年人独立居住( 和配偶独居或者自
己单独居住) 者占 52%，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显示的 50%左右接近，但相比于 1982 年人口
普查所计算的 70%有较大幅度减少［60，64－65］。
虽然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不跟孩子同住，但

是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住在附

近。根据中国的传统，绝大多数老人会与儿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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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但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越来

越多的老人开始选择与女儿同住［66］，而且同住的

女儿能够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
情感慰藉［67－68］，相比之下，儿子“啃老”的现象则更

为突出［69－70］。CHAＲLS 统计数据发现，在 2011 年
有 39．7%的老人与儿子同住，但是到 2013 年则下
降到了 33．6%; 不过，与女儿同住的老人比例在两
年间却略有上升( 从9．2%上升到9．7%) ［60］。

2．经济支持。对于城镇退休老年人而言，最
主要的经济支持来自退休金，对于农村老年人而

言，新农保对于其生活维系也很重要。
60岁以上城镇老年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由

2011 年的 52．%上升到了 2015年的 96．3%。养老
保险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由 2011年的 48．2%上
升到 2015年的 91．2%，商业以及其他保险覆盖率
仍然很低。自 2009 年开始，国家为 60 岁以上的
农村老年人实施了新农保，2011 年只覆盖了 60

岁以上被调查老年人群的 24．5%，到 2013年已经
超过 52%的老年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2015年该比例进一步增加到 57．8%［60］。

2011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中位数
养老金为 24，000元 /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位数
养老金为 18，000 元 /年，新农保养老金额度仅为
720元 /年。到 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达到
39，600元 /年，企业职工养老金增至 27，600元 /年，

新农保养老金有所增加，为 840元 /年。

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在老年人生活

中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
CHAＲLS调查显示，将近 85%的老人得到了非同
住子女的转移支付，大约 18%的非同住子女收到
了父母给的转移支付，每对父母得到的转移支付

的中位数是 3，000 元，每个孩子给父母的转移支
付的中位数是 1，000元。孩子在赡养父母方面还
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0］。根据 CFPS 调查数据
的分析显示，女儿与儿子对于父母养老支持的差

异在缩小，甚至某种情况下女儿为父母提供经济

支持的可能性比儿子还大［71］。
3．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靠谁的问题。子

女在年老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CHAＲLS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老年人

能够获得子女上述两个方面的支持。以子女探
望父母的频率而言，这种支持典型地体现在子女

探望父母的频率上，那些住在父母居住地的同

县 /市的孩子们，几乎可以做到每周一次，住得越
远的子女看望父母次数越少。有相当一部分老
人没有子女经常看望和联系。大约 3%的老人在
一年内没有任何子女来看望，大约 20%的老人有
子女看望但是少于每月一次。大约 13%的老人一
年没有任何子女进行联系，大约 12%的老人有子
女联系但是少于每月一次。说明一些老年人难以
从子女处获得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支持［60］。

值得指出的是，女儿在父母日常照料与精神

慰藉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主要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关注女儿与娘家

的情感联系，认为“娘家情节”是女儿为其父母提
供养老支持的主要动力［72］。二是强调宏观社会
条件的变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和劳动力迁移造

成农村传统养老资源的匮乏，留守在农村的已婚

女儿替代儿子成为重要的养老资源［67，73］。三是

归因于已婚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67］。尤其是随
着已婚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增加，她们对家庭财产

有更多的支配权力，从而为参与娘家父母的养老

实践提供了可能［73－74］。
4．家庭变迁与家庭养老的挑战。改革开放

40 多年，源于制度和结构层面诸多剧烈的变革，

作为传统家庭养老支撑的家庭，在面对严峻的老

龄化社会快速到来的现实，其能否继续发挥家庭

养老的功能，引起了学界诸多讨论。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在减少

人口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家庭的影响，则是

促使了中国家庭规模的快速微型化、少子化。在
20世纪 50 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
持在 5． 3 人的水平上，1990 年缩减到 3． 96 人，
2000年缩减到 3．10 人。2012 年，居民家庭户的
平均规模为 3．02 人，在未来一个时期，平均家庭
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小［75］。这一家庭规模和人口
构成上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子女在家庭养老上的

“有心无力”。

为保证无经济来源的老年人能够获得子女

的支持，中国的《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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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相关条款都规定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
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地方城市基于对城市人口

老龄化压力和城市政府福利财政负担的规避需

要，普遍倾向于将新移民父母排斥于城市之外的

政策①。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定与地方政府出
于现实的政策张力，会导致子女在家庭养老上的

“有力难为”。
得益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及城市

改革所释放的活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中青

年人口的参与，在 1990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农民
上楼运动中，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资本对流
动性和灵活性的偏好也促使大量高知城镇青年

远离故土、远离父母，到他乡他国求学就业，国家
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上述变化对于家庭影响
的后果，是大量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出现，导致
子女在家庭养老上的“有心难为”。
针对上述制度、结构层面的变迁，一些学者

认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及其背后父慈子孝的代

际关系所嵌入的以父子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家族

文化及其伦理规范体系因外部结构的变革而发

生了改变［76］，家庭责任遭遇了经济理性的入

侵［77］，出现了传统伦理孝道的扭曲与沦丧［78－79］。
一些或多或少受到交换理论影响的研究指出，代

际间的互动变得“功利化”，亲代与子代所掌握的
可供交换的资源量直接影响着他们在互动中的

地位，父母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与子女的赡养回报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80］。一方面有些年老的父母
虽然能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基本口粮，却很难获

得尊重与关怀; 另一方面，年老的父母从子女那

里获取赡养资源往往需要一些前提，即父母必须

为子女“作贡献”［80－82］。总体而言，代际关系中
是“恩往下流”［83－85］，这引发了子女在家庭养老
上的“心理算计”或“无心养老”。当然学界对此
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当下老年人养老遭遇的问

题，与其说是伦理沦丧，还不如说伦理转向［86］。
根据 CHAＲLLS 数据分析，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
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
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

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

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是由“伦理转向”所
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86］。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9 个大样本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发表

文章为依据，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三大主要议题:

收入 /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层、性别与劳动分工、
健康与养老。
改革开放 40 余年，中国的收入增长举世瞩

目，但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收入不平等现象凸显，无论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

数还是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到了接近危害社

会秩序的警戒线。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在经
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
定与和谐，这种和谐的达成，是建立在人们对于

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共识基础上的。绝大多
数中国人认为基于勤奋、努力、教育等绩效原则
基础上的收入和财富是合理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和认知，有着历史和文化的基础，特别是自隋唐

以来的科举制以及经由个体和家庭努力实现比

他人更好生活的实践，有着广泛的民间支持。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两性的参与和贡献，

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和政治生活，始于 1949年
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到了改革开放启动的

1978年，中国女性几乎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劳动
参与率。但同时，即使有家国同构的单位制庇
护，高劳动参与女性也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在“妇
女能顶半边天”“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光荣”
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低工资情形下，不少劳动妇女

实则长期承担了霍克希尔德所言的“第二班”工
作，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解放。如果把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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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执行本市投靠类户口迁移政策的若干规定》( 沪公发〔2013〕166号) 的相关规定。虽然政策也规定，“本市
常住户口居民与房( 地) 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不具有直系亲属、配偶、配偶父母关系，以该房屋为实际居住地的，经权
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由于这意味着户主为落户者提供住房保障，对权利人、承租人意味着种
种后续风险，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各地城市对亲属投靠有不同的政策限制，目前北京出台放开独立子女外地父母投靠政策( 被投靠人限于“常住居民户口”) ，上

海市将政策对象严格局限于“原本市常住户口人员”( 现已按国家法定年龄退休，并已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



时代女性的劳动参与视作情境理性下的选择，那

么市场化转型则重构了女性劳动选择的制度情

境: 一是劳动组织方式的转变，从有计划配置向

市场化就业迈进。二是对单位制的改造，即国有
企业制度变革，进行产权变更与激励机制的重新

设定，传统的单位制逐渐瓦解，大部分国有企业

被推向市场，用工自主权也不断扩大。三是改制
后的企业市场化运行。结果是绩效导向的劳动
力市场配置取代了行政配置，女性在就业竞争中

处于弱势地位，在面临生育和家庭责任压力时，

如果缺乏家庭支持，则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

场［87］。女性劳动选择的结构情境也发生了变化，
工业化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为女性劳动参与提供

了丰富的机会，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女性教育的

意外正面效应以及高等教育扩张为女性提供的

教育平台，则为女性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可自主操

控的资源。市场化转型时期的女性就业，既有挑
战，也有机会，而调节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参与什
么样的劳动、时间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如何配
置的重要因素，是性别观念。我们从学者对于大
规模调查数据研究中得到的是: 女性性别观念在

最近的 20年有向传统回归的现象。从宏观层面
上看，两性性别观念向传统的回归与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不符合现代化理论关于性别观念由传

统向现代转变的理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是由一套独特的两性应该如何承担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责任的理念为基础的，这种关于性别

分工的理念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根基。虽然从现
代化理论视角看，女性就业的脆弱化与性别观念

向传统的回归，对于女性而言是性别平等事业的

受损，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

是由女性这样的贡献型构的，只是女性的这种贡

献，远未获得以经济货币表现的符号的足够承认。
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关切的。总体而言，目前在中国老年人的
养老上，家庭的作用极为重要，无论是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还是情感慰藉，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状

况与儿女提供的上述支持密切相关。
家庭的少子化和微型化、人口地理流动以及

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确实为日益长寿

的老年人家庭养老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维系
家庭养老实践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对于家庭代际

养老伦理的社会认知。一些社会学者将代际伦
理沦丧作为家庭养老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如

何看待所谓的子女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赡养

父母的问题呢? 周飞舟指出，学者们用市场论、
利益论等来解释子代为何越来越不“孝”，但却难
以解释中国父母为何仍是那么“慈”。中国父母
的“慈”，其背后有一种“责任伦理”支撑，这种伦
理不但有对家庭的责任，而且有人生寄托的超验

价值的意味。以绵续为归宿的伦理的基础就是
尊祖敬宗的“孝”，“慈”是“孝”在自己子孙身上
的反映，慈孝一体而无二。父对子之“慈”，即是
对己父之“孝”的体现，这表现为中国人在家庭关
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

“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88］。
由此看来，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分配

伦理、性别观念、家庭伦理，对于中国经济的繁荣
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根

本的力量，确实这些价值理念本身也会随社会经

济发展而变迁，但是，其变迁的终点，绝不是现代

化理论导向的西方社会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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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 Sampling Survey and Main Ｒesearch Issues of
China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LIU Ai－yu
(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nine large－scale national surveys，which are noteworthy and based on strict random
sampling，have been conducted． In line with the data and results of those surveys，this article focuses and
studies thre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between gender and
labor division，and between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The findings a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ur-
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China is facing problems as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income gap，narrowing edu-
cation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increasing gendered income gap，challenge of eros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while aging before getting rich owing to the family pla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 develo-
ping economy． Chinese society remains in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a situation of imbalanced and incomplete
development，the fundamental support comes from a wide common recognition on distribution type，labor divi-
sion pattern and proper elderly care． The distribution ethic，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deology，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which are all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istorical cultural，offer the fundamental
strength，which will certainly chang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will never end in the western patterns
as modernist theories show us．
Key words: large－scale secondary data sets; distribution ethic; notion of gender; family e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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